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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世纪 sO年代中前期
南京国民攻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曹 成 建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针对 zO年代末 sO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 ,南京国民政府于 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

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 ,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 民政府似

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度

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 ,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遣到极大损

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曲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 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

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
“
以官治求自治

”
的老路 ,反 而越走越远。同时,保 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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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在 zO世纪⒛ 年代末 sO年代初

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自治法令法规 ,在全国全面推行

地方自治。至 1934年底 ,自 治分年进行程序表中所

列自治完成期限已过 ,但 自治成绩却极差
①
。尽管

如此 ,当时热心自治者并没有丧失对地方自治的信

心 ,他们仍旧坚信地方自治是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

19"年仲冬 ,徐恩曾在为冷俊人的《地方自治述要》

作序时讲道 :“盖人民不能自治即无从参预国政 ,遑

足以言民权之发展?人民非有充分自治能力何足以

安定秩序 ,致力兴复而乐享其民生⋯⋯必先励行自

治及能巩固国家已为最显著之共信事实矣 ,是以中

央督促于上 ,各地筹行于下 ,地方自治之为救国根

源 ,已成公认。
”
[11(1页 )

当时众多自治拥护者依然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

作用。他们指出 :“我们今后不谈民主政治则已,否

则 ,我们要坚决的确信 ,推行地方自治便是建设民主

政治的工作起点。
”
[1](1%页 )也即是说 ,地方自治

是
“
建立民主政治的下层基础

”
。此外 ,他们认为地

方自治还具有如下作用 ,即
“
增加地方的行政效

率
”
、
“
排除地方的贪官污吏

”
、
“
避免政治上的独断

与割据
”
[11(13-15页 ),因而地方自治必须坚决地

继续推行下去。

当政者对此深表认同。1935年 12月 ” 日,国

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在要求召开国民大

会及制作宪典的同时 ,要求
“
必须修明内政 ,遵依建

国大纲之规定 ,加紧督促地方自治之早日完成 ,培植

民权健实之基础
”
[2](1TO页 )。 该次大会还专门通

过了《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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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全国各地方自治限期迅速完成

”
[3](1Tz-1Ts

页)。 可见 ,在地方自治推行数年、成效不佳的状况

下 ,国 民政府及热心地方自治者依然乐此不疲 ,勉力

推行。

国民政府在继续推行地方自治的同时 ,总结了

以往地方自治成绩不佳的原因 ,并据此相应地对地

方自治政策作了调整 ,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 对自治政策自身的调整
明确地将自治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时期 ,对其

进程不作硬性规定 ,使其因时因地富有弹性。

早在 1931年 11月 9日 ,内政部长刘尚清给行

政院的呈文中就提出了改进地方自治的意见 ,首先

指出原有地方自治的时间安排以及其他统一规定存

在问题。
“
自二中全会决定训政时期以来全国各省

均应自十九年(19sO)起至二四年(19s5)止将自治

一律完成 ,⋯⋯饬各省同时并进 ,初无活动余地 ,以

至江西、湖南正剿
‘
共匪
’②
之省份与宁夏、青海尚待

开发之省份遂不得不与江浙等省并驾齐驱 ,勉强举

办 ,究其结果 ,转以病民
”
。进而提出改进办法 ,“倘

能将二中全会原定训政期限改为中央认某省人于训

政时期即定某省从何时起算 ,以六年为限 ,以符事实

则自治易办而宪政可期矣 !⋯⋯/县 自治组织法
`‘

乡镇自治施行法
’
等条文甚多 ,过于固定 ,各省情

形不一 ,难以共同适用 ,不如择要制定条文 ,举其大

纲 ,示以准则 ,使各省于一定标准之内尚有伸缩余

地 ,则无论何省均可推行无阻矣
”
[4]。 这种意见得

到了国民党中央的认可 ,后来在制定地方自治改进

原则时得以贯彻。

1934年 1月 ,内政部长黄绍跣主持制订了
“
改

进地方自治原则五项
”
。内政部所拟改进地方自治

原则系
“
遵照总理遗教及参酌世界各国地方自治制

度暨我国近年来实行地方自治之实际情形而拟订 ,

其中对于现行自治制度及程序 ,多有重大之改变
”

[到 。19“ 年2月 2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了
“
改进地方自治原则

”
案。3月 3日 ,国 民政府主

席林森、行政院长汪兆铭、立法院长孙科、内政部长

黄绍珐联名签署了国民政府训令(字第 125号 ),
“
相应函请政府查找办理

”
[6]。 4月 ,由 内政部奉

行政院令公布。该案将地方自治的进行分为三期。

一是
“
扶植自治时期

”
。在该时期 ,县市长依法由政

府任命 ;设县市参议会 ,得由县市长聘任一部分专家

为议员
③
;乡 镇村长等 ,由各乡镇村人民选举三人 ,

由县市长择一人委任。二是
“
自治开始时期

”
。在

该时期 ,县市长依法由政府任命 ;县市议会由人民选

举 ;乡 镇村长等由人民选举。三是
“
自治完成时

期
”
。在该时期 ,县市长民选 ;县市议会民选 ;乡 镇

村长等民选 ;人民开始实行罢免创制复决各权 [7]

(168页 )。

对以上三个时期 ,国 民政府并没有作严格的时

间限制。并且
“
以上三期之进行程序 ,由各省市政

府决定 ,报经内政部核准备案
”
[7](1ω 页),而并非

由中央政府来统一操办。对此 ,该决议案还进一步

作了说明 :“推行自治 ,应 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中 央

只宜作大体及富有弹性之规定 ,在各县及隶属省政

府之市 ,由省政府分别拟定程式 ,咨请内政部核准行

之。在各直属市 ,由 内政部分别拟定程式 ,呈请行政

院核准行之。
”
[7](1⒆ 页)

原则作了改变 ,一系列自治法规也要相应有所

变动 ,因而内政部随即又制定
“
改进地方自治原则

要点之解释
”
,送呈行政院,并要求其催促立法院尽

快完善自治法规 ,“至该项原则办法已公布施行 ,现

行之自治法规多不适用 ,应请咨催立法院迅予改订

现行自治法规 ,及早公布以便施行而免分歧
”
[叫 。

1936年 ,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厘订地方自

治法规原则》。该原则的第二条规定 :“视地方环境

之需要 ,分别订定自治施行之程序。
”
第六条规定 :

“
完成自治之期限,就酌量各地情形 ,变通办理 ,不

必强行划一。
”
[9](lω -lTO页 )

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自身的调整 ,主要是

使自治政策更富弹性。这样可能引起的结果不外乎

两方面 ,一是便于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

的措施 ,更有利于自治事务的推行 ;二是由于取消了

过去的严格时间限制并给地方以相当的宽松余地 ,

在实施地方自治的条件并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 ,

可能加剧地方因循敷衍的作风 ,一般性的自治事务

更不容易推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取决于地

方自治推行者的实践态度。

此外 ,针对 zO年代末 sO年代初推行的地方自

治缺乏因地制宜规划指导的弊病 ,1935年 12月 国

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由中央党部成立一
“
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

”
,为全国地方自治设计及考

查机关 ,得随时派员分赴各推行自治区域视察指导 ;
“
各省市设一地方自治分会 ,由 各该党政当局会同

组织 ,秉承中央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之指导 ,负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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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设计考查之责
”
。针对以往缺乏自治人才

且国民党各级党部党员指导、参与不力的弊病 ,当局

要求
“
由中央党部于两月内筹设一地方自治学院 ,

为培养自治人才机关
”
。同时 ,“确定推行地方自治

为各省市党部主要工作 ,其对党员之训练 ,党员工作

之考核 ,均须以地方自治为主要项目,对于民众运

动 ,也须以领导完成自治组织及发展自治事业为依

归
”
。针对以往自治经费不能确定且筹措困难的状

况 ,当局要求 ,“地方自治经费 ,应分别按照当地财

政状况 ,除由县税项下划拨专款外 ,并应由省政府就

省税收人项下 ,酌量补助 ,务以不虞亏乏为原则 ,其

已划拨为地方自治之税收 ,无论属县有或省有 ,概不

得挪用 ,以保障自治经费之独立
”
[3](1Tz-1丙 页)。

尽管,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自

身的调整没有能满足民众的根本经济需要 ,但在其

识力所及政权允许的范围内,坚持推行地方自治 ,改

进民生 ,稳固地方 ,当不能简单地以
“
虚假
”
、
“
欺骗
”

论断。

二 将保甲制度纳于地方自治制度之中
国民政府明确地将保甲制度纳人到地方自治制

度之中,作为地方基层政治制度的新的主要内容。

(一 )保甲纳于自治之中的原因及过程

早在 1928年 5月 ,蒋介石就要求推行保甲制

度。后
“
以国内匪患猖獗 ,复受外敌侵凌 ,蒋委员长

总领师干 ,为根除匪患起见 ,乃复于二十年(19s1)

首先倡行保甲于赣 ,二 十一年 (19s2)相 继推行于

豫、鄂、皖等省 ,渐著成效 ,以后二十三年 (19s4)中

央令各省市一律举办保甲,乃渐次普遍的推行于全

国
”
[10](294页 )。 到抗战前夕 ,“现在我国保甲制

度的实施 ,已 遍及十六省市(苏、浙、皖、赣、豫、陕、

甘、绥、青、宁、鄂、湘、闽、冀等十四省及京、平两

市),且将逐渐推行其他各地
”
[10](s。4页 )。

sO年代初 ,还在全面推行地方自治时 ,国 民党

中央常务会议就决定了保甲运动为下层工作纲领之

一。其原因在于地方自治成效不佳 ,尤其在维持地

方社会秩序方面(即所谓的
“
自卫
”
方面)作用十分

有限。
“
查地方组织 ,不但为组织训练民众之机构 ,

亦为推行政令之基本工具 ,关系异常重大 ,现行之地

方自治制度 ,自 民国十八年 (1”9)以来 ,成绩终未

大著 ,此虽与整个环境有关 ,而制度本身要亦不无可

商之点 ,例如组织之层级过多也 ,法令之规定也繁

也 ,而最要者则为自卫力量之薄弱 ,盖附丽于自治之

110

保卫团,普遍编组 ,数额甚多 ,而有团无练 ,几同虚

设 ,平时固不能发挥其效能而应变乃更敢乎不足 ,前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有鉴于此 ,乃 于 21年

(1932)8月 制定保甲制度 ,以代替自治组织
”
[11⒈

“
现在剿匪区域以内各属地方救死挟伤之不暇 ,尚

何暇高谈自治
”
[12]。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具有其它制度所

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
保甲的简单意义 ,是把

一地方的住民,加以合法的组织 ,编成牌甲,再抽丁

编团 ,施以训练 ,使能捍卫地方。一面从事户口的清

查 ,人事的登记 ,令游惰者无所容 ,奔之者无所匿 ,正

本清源 ,杜绝奸宄
”
[13](1-2页 )。 关于保甲运动

的效用 ,有人认为 ,它可以
“
充实人类生存的需要

”
,

“
发扬精诚互助的精神

”
,“绥靖地方的灾害

”
,“树立

征兵制度的基础
”
,还可以
“
促进地方自治的实施

”

等等[13](3页 )。 总其大意 ,即是说保甲的组织便

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可以弥补政府维持秩序的能

力的不足 ,可以减少人为的灾害 ,如战争、赤匪、盗贼

等。他们认为 ,“年来各地赤匪盗贼之所以如此猖

獗 ,而不能根本肃清 ,最大的原因,便是地方的组织

和武力太不健全 ,只依靠军队来兜剿。殊不知军队

的任务 ,是在国防,调动不时 ,不能够常年的驻在一

地担任剿匪的工作 ,所以兵来匪去 ,兵去匪来 ,终不

能收绥靖的成效⋯⋯要想根本铲除 ,那 只有地方人

民有了充分的自卫的能力才行
”
[131(5页 )。

另外 ,他们还认识到如果既要节省军费又要提

高军队素质 ,非实行征兵的制度不可。
“
保甲实行 ,

虽然不就是征兵的实行 ,而保甲制度的精神 ,确实与

征兵制度的精神相吻合
”
[131(7页 )。 因为国民政

府颁布的
“
县保卫团法

”
所体现的兵民合一的办法 ,

能使人人由实行保甲而受到军事的训练 ,虽其目的

在捍卫地方 ,不在国防。然而 ,人人既已有勇知方 ,

一旦国家有事 ,只须国家颁布一道命令 ,便可多数动

员 ,及军事结束 ,仍散归故里 ,各执其业 ,“故谓保甲

为实施征兵的初步 ,不是无据
”
[13](10页 )。

由于确信保甲制度在稳固地方统治秩序中具有

独特作用 ,国 民政府最初将其运用于所谓的剿匪区 ,

并进而扩展到其它省市 ,再加上最初全面推行地方

自治的成效甚微 ,因而在许多地方大有保甲取代自

治之势。
“
盖以赣、豫、鄂、皖、闽等省 ,当时皆为剿

匪区,剿匪总司令部感觉到环境困难 ,地方自治不易

推行 ,故决定先创行保甲,偏重自卫工作 ,各该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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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甲后 ,地方自治工作 ,即告停顿 ,而 自治组织也

复不存在
”
[10](z98页 )。 这也可以看出,在地方自

治和保甲制度推行之初 ,并未将两者融为一体。⒛

年代末⒛ 年代初 ,将保甲与地方自治联系得较为密

切的一种观点认为,保 甲可以
“
促进地方自治的实

施
”
。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保甲能为地方自治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该观点认为国民党实行训政最

重要的工作 ,是建设地方自治 ,树立民权基础。然而

在当时军事初告结束 ,社会秩序没有完全恢复 ,土匪

到处乘机骚扰 ,共产党武装星火燎原的情况下 ,要想

达此目的 ,“则当首先抚绥社会 ,消 除伏莽 ,以 为进

行建设之基本 ,而保甲运动实为抚绥社会 ,消除伏莽

的唯一办法
”
[13](8页 )。 从这种意义上讲 ,他们认

为保甲运动
“
可以说是实行地方 自治的推进机

”

[13](8页 )。 此外 ,该观点还认为 ,“象办理营卫 ,清

查人口等是保甲运动的本质 ,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基

本工作
”
[13](8页 )。 尽管该观点将保甲与自治如

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但此时还没有明确地将保甲

容纳于自治之中。

随着保甲制度的逐步推广 ,在一些
“
非剿匪

区
”
,如苏、浙、湘等省所推行的保甲组织则与原有

的自治组织相衔接 ,仍 留着区乡或镇两级的自治组

织 ,只不过将其下的闾邻两级取消 ,代以保甲两级 ,

兼顾自治与保甲,使其同时并进 ,可以说是纳保甲于

自治组织之中[10](298页 )。

这样 ,在 sO年代中期 ,在全国基层政治制度建

设中,并行着两种制度 ,一为停办自治 ,专办保甲,一

为自治与保甲兼办。对于这两套制度 ,应如何取舍 ,

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关于保甲与地方自治 ,行

政院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 ,要求具有实践经验的县

长们讨论答述 ,即
“
查现在各省有专办保甲,停办自

治者 ,有自治保甲兼办者 ,两种制度 ,意义究有不同 ,

就目前情形论 ,何者得适 ,而保甲之办理 ,如何始能

与自治互为表里 ,发挥所长
”
[10](附录,sO3页 )。 讨

论的结果表明
“
纳保甲于自治之中

”
的办法似乎无

论在形式与实质上或在理论与事实上 ,都较单纯的

保甲制度妥善。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

政府上层各部门就此问题的争论。
“
立法院亦感觉

如欲解决自治问题 ,对 于自卫问题不能不同时顾

及
”
[11]。 该院于 1935年夏天派委员黄右昌、朱和

中等赶赴赣、鄂等省实地调查 ,结果认为
“
应于自治

法之夕卜另定保甲法 ,以代替县保卫团法为自卫组织

之基础
”
[11]。 该院还于同年 9月 着手起草保甲

法 ,并于 12月 完成了草案 ,提交各部委征求意见。

内政部认为此举不妥 ,“查立法院之根本主张 ,在于

自治系统之外 ,别立自卫系统 ,虽规定人员可以兼

任 ,以求联系 ,但同时有两个对立系统存在 ,则属无

疑 ,此种办法 ,恰如过去自治与保卫团之关系 ,就经

验所得 ,最易发生运用不灵 ,有名无实之弊 ,况地方

人力财力 ,原只有限 ,集 中力量 ,尤恐不足 ,组织分

力 ,自 非上策
”
[11]。 内政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 ,

提出了三条建议 ,其核心内容即为
“
确定保甲为自

治组织中之编制 ,纳人自治中代替闾邻 ,合 自治保甲

为-体 ,以 利施行”[11]。 这得到了包括立法院在
内的大多数委员的认同并最终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及

政府的采纳。1936年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

《厘订地方自治法规原则》,其 中第一条就明确规

定 :“容纳保甲于自治组织之中,乡镇内之编制为保

甲。
”
[9](1⒆ 页)1936年 9月 ,国 民政府立法院通

过了《修正县自治法》,其中第三条规定 :“县以下为

乡镇 ,乡镇内之编制为保甲,十户为甲,十甲为保 ,十

保以上为乡镇⋯⋯。
”1936年 9月 ,立法院修正通过

的《保甲条例》第三条规定 :“保甲以户为单位 ,其编

制依县自治法第三条之规定。
”
由此可见 ,地方自治

区域 ,县以下仅为乡镇一级 ,将区-级取消 ,组织层
次 ,已化繁为简 ,而过去乡镇下之闾邻编制 ,即改为

保甲的编制。换言之 ,就是
“
容纳保甲于自治组织

之中
”
。
“
自治制度为体 ,保 甲制度为用 ,以 由上而下的

保甲行政培植由下而上的自治组织
”
,这可以说是

sO年代中期地方自治政策调整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这种复合制度不仅影响了旧有的保甲制度 ,也在很

大程度上使地方自治与最初所推行的自治有了明显

的差异。

(二 )保甲对自治的影响

保甲容纳于自治之中,使原本在地方自治开始

实行法、建国大纲以及一系列自治法令法规中所包

含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国民政

府最初创办保甲,根本就不是出于推行自治自身的

需要 ,而是为了从上到下地监控民众 ,稳固地方的统

治秩序 ,其最初运用于所谓的
“
剿匪区
”
就是证明。

19s0年 2月 ,蒋介石曾明确讲 :“现在在各地办团练

保甲的 ,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要使民众共同一致。
”

[10](sz页 )1936年 5月 ,他又讲 :“保甲及壮丁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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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这两件事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以保持地方

长治久安的基本制度
”
,“必须采用连坐法之精神 ,

进-步严格规定并实行连带责任制度
”
卜5](44

页)。 蒋介石在这里所说的
“
连坐法之精神

”
、
“
连带

责任制度
”
,即是办理联保连坐切结 ,它是保甲制度

的一项重要特征 ,其与地方自治精神的初衷大相径

庭。

保甲制度是具有纵横兼备的机构 ,就是说不单

在行政上有纵的组织系统的层层相管 ,并且在保甲

的各分子间尚有横的相互责任的节节相制 ,这种横

的机构就是联保连坐切结办法。其办法是各户户长

应联合甲内其他各户户长 ,至少五人 ,共具联保连坐

切结 ,声明结内各户 ,互相劝勉监视 ,“不为匪 ,不通

匪 ,不纵匪
”
,如有违犯 ,其他各户应负随时劝诫监

视或密报之责。倘若徇情隐匿,除当事人应依法治

罪外 ,其余各户亦均须连坐治罪。这种连坐株连之

法 ,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用以监控民众的办法。日

本吞并朝鲜以后 ,深恐当地人民有意外的举动 ,即以

连坐办法来钳制人民的行动 ,以遂其统制异族的目

的,可见这种制度与人民享有充分自由,“ 自己管理

自己的事
”
的自治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且该

项制度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颁行的民刑法所采用的
“
个人责任主义

”(即一人犯法 ,只本人负责)是相冲

突的。当时一些拥护该项政策的人对此加以说明 :
“
然政府之所以行此制度者 ,原为适应现时纷乱社

会之需要 ,用 以防制奸匪。我们应认清此联保连坐

是处理纷乱社会的一种权变办法 ,一种弭乱手段 ,

决不可视为经常 ,且执行之时,其范围应有适当的限

制 ,决不可漫无归宿。盖检举之项目愈繁 ,则失察之

事件愈多 ,而应科罪之人亦愈众 ,则人民时有连坐之

危 ,政府亦不胜其烦扰 ,结果恐利未著而害已烈

也。
”
[10](311-312页 )可见 ,支持该项政策之人也

强调这是一时的权宜之策 ,并对其运用方式持谨慎

态度。

保甲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基层社会控制制度 ,

受到专制统治者们的青睐 ,而民众对其的印象一直

不太好 ,保甲纳于自治之中,使原本就不太好的
“
自

治
”
名声 ,更加受到了影响。

布雨先生于 1935年 左右所写的《推行保甲实

际问题之探讨》一文中曾谈到 ,北宋王安石之保甲

政策其目的在于法周礼乡遂之制 ,而寓兵于农 ,老百

姓都不满意 ,因而失败。
“
现在所采行之保甲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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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虽与宋制相似 ,而 目的则在于自治 ,与王安石

所创行者大异。然人民之无智识者 ,大都易于误解

壮丁队之编组 ,即所谓
‘
三丁抽
’
之办法 ,即稍具识

智者 ,亦往往误解保甲为寓兵于农之遗制 ,此实为重

大之障碍
”
[16](128页 )。 程方先生在 sO年代中期

谈到保甲运用中
“
人
”
的问题时曾讲道 ,保甲干部人

员 ,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 ,居于实际负责的领导

地位”绝非从前的地保总甲所可比拟。
“
然而洁身

自好或稍具德望才干之士 ,每多囿于传统的旧观念 ,

鄙薄保甲长而不为 ,而一般民众更亦以对待地保总

甲的态度对待保甲长 ,误认保甲长就是征役承差的

头目,例如派差催税 ,都是民众怕见之事 ,故 民众对

于以前地保总甲多望而畏之 ,鄂省民间至今尚有
‘
保甲长 ,脑袋痒

’
之谚 ,尽管怎样提高保甲干部人

选的标准 ,而任之者仍多属庸懦莠杂之辈
”
[10]

(327-328页 )。 以上两先生所讲 ,足以说明当时一般

民众对于保甲及一般保甲干部的态度。不过 ,两先

生都认为一般民众对新办的保甲有所误会 ,是不应

该的,当时所办的保甲是为进一步完成地方自治 ,故

而与以往完全不同。其实 ,一般民众并没有完全误

会当时所兴办的保甲的实际效用。国民党最初用于
“
剿匪
”
的保甲制度确实起着编组壮丁队,寓兵于

农 ,纠察异端 ,维持地方统治秩序 ,以及征役纳税等

作用。所不同者 ,是在 sO年代中期 ,被冠以自治之

名 ,兼办以往的一些自治事务而已。

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

自治不仅未能走出
“
以官治求自治

”
的老路 ,反而越

走越远。

zO年代末 sO年代初 ,国 民政府所制定颁布的

法令法规 9大多明确规定 ,乡镇长副以及闾邻长都应

由民众民主推选。但在实践中往往被地方官员及豪

绅左右 ,民选的精神未能彻底贯彻 ,官治、绅治的色

彩很浓。当时许多有识之士 ,包括国民政府中的一

些高层官员在总结最初推行地方自治失败的根本原

因时都认识到了要发动民众 ,以
“
民治求自治

”
而不

应
“
以官治求自治

”
。但国民政府逐步推广的保甲

制度以及随即采取的将保甲纳于自治之中的制度 ,

在有关保甲长的推选办法中,非但没有贯彻
“
以民

治求自治
”
的思想 ,反而确立了由少数人推举或由

官员指派的制度 ,并要求由政府对其实施训练、考

察、监管。1935年 7月 19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行营颁布的《修正剿匪区内各县编组保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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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条例》第 15、 17条以及《保甲条例》第 4条都规

定 ,现时各省对于甲长均由本甲内各户户长推举 ,保

长由本保内各甲甲长推举。
“
甲长之推定或变更 ,

由甲内户长 ,联名报告于保长 ,保长之推定或变更 ,

由保内甲长联名报告于区长 ,甲长由区长加给委任 ,

呈报县政府备案 ,保长由区长呈报县政府加给委任 ,

并由县政府呈报省政府 ,及该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备案
”
[17](615页 )。 1936年 5月 ,蒋介石曾专门强

调 :“尤其对于保甲长之人选应慎重选择 ,委任之

后 ,须随时考察 ,加 以黜陟。更要随时注意训练 ,使

能不断进步。
”
[15](猸 页)他们采取这种指派办法

而不采用民选制度的理由是
“
在县自治没有完成

前 ,由公民推选不无因难
”
,“保甲长由人民推选 ,往

往发生土豪劣绅操纵之弊
”
[10](附录,m4页 )。 实

际上 ,正是没有从最基层从事真正民选的实践 ,县 自

治才难以完成 ,正是因为没有真正切实贯彻民选精

神 ,才导致士豪劣绅勾结地方官员及其他恶势力 ,形

成操纵之弊。国民政府始终走不出以官治求自治的

歧途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彻底动员民众的

政治经济纲领。

30年代前期 ,一些地区停办自治 ,专办保甲,原

有自治经费被挪用以作保甲经费。后来又将保甲纳

于自治之中,这样原有自治经费便名正言顺地用以

办理保甲事务 ,因而原来意义上的许多地方自治事

务更难以有效办理。

国民政府制定的《保甲经费收支暂行规程》对

保甲经费的来源、用途、开支限度、报销及层次审核

办法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关于经费之来源 ,规

定为 :“原有地方公款或公产收益 ,保内殷实绅商特

别捐助。如无上项收人 ,或不足额定数时 ,得就住户

中有力担负者分别征收 ,以收足额定数为限,但每户

每月至多不得超过一角。
”
该规程所规定的保甲经

费的来源 ,大多是原来自治经费的来源 ,只不过在这

里没有明讲。1936年 4月 ,县政讨论会上 ,县长们

在答述行政院关于保甲经费的来源问题时.就明确

建议 :“移原有自治经费
”
[10](附 录,5∝ 页)。 当时

一些县政研究专家也认为 :“有其他自治经费等项

可以拨补 ,此保甲经费实无何种困难也。
”
[18](ω 4、

611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他们才能一度停办自治 ,

专办保甲。保甲的产生与推广正是因为原有的地方

自治不能满足国民政府偏重
“
自卫
”
的政策需要。

后来 ,尽管国民政府将保甲纳于自治之中,但两者之

间的差异 ,尤其是保甲对自治的消极影响却是显而

易见的。
“
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 ,不

乏响亮的平民主义的论调和
‘
自治
’
的指示 ,确实产

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 ,本可以引导民众更多地参

与地方政治。然而 ,南京政权在 30年代修改这些计

划的做法 ,意味着那些原应是
‘
自治
’
载体的单位变

成了使官僚驻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会的单位
”

[19](408页 )。

(三 )保甲推行的成效及检讨

保甲制度推行的实效 ,当时有确实的统计可考

者 ,也唯有江苏一省。据 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

县政概论》所列的资料来看',当 时江苏省各县推行

保甲的实绩 ,可分为消极的自卫与积极的建设两方

面。第一,关于 自卫方面者,统计设置守望所共

1157所 ,建筑碉堡共 s931座 ,编组巡逻队共 5592

队 ,成立检查船只办公处共 1399处。各县保甲户长

协助查缉匪案共 21gT起 ,获匪 zs们 名。第二 ,关于

建设方面者 ,有筑路、浚河、造林合作等诸种事业。

统计关于筑路者 ,征工人数共 “97m人 ,疏浚土方
共 9s884628方 ,其中导淮工程 ,尚不在内。沿淮各

县运用保甲支配工役 ,人数最多之时 ,曾至” 万 ,现

已完成土方达 sO00万方以上。关于逍林者 ,共植树

6830689株 。关于合作社者 ,共增设 乃41处。此

外 ,如运用保甲以查禁烟毒 ,协办土地呈报 ,强迫识

字教育 ,亦有一定的成绩。至于其他方面 ,如风俗方

面 ,关于斗殴、缠足、赌博等不良习俗 ,因保甲规约列

为禁条 ,遂以改善 ;在司法方面 ,如息论息争 ,保甲公

断等 ,都因保甲规约与切结的工作关系 ,得以减少民

刑案件之繁累 ;在人事方面 ,如意志的团结 ,如同情

心的激发等 ,都因举办联保连坐切结 ,竟能不念旧

恶 ,不修旧怨 ,复归于好卜0](334-335页 )。 以上有

关江苏省推行保甲的具体统计数据 ,是根据层层上

报而来 ,其中浮夸敷衍的成份很重 ,并不可全信。但

通过以上的统计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如下两点 ,一是

当时所办保甲事务(关于建设方面者 )已 经包括了

诸多地方自治事务 ,这些事务再加上有关自卫方面

的工役事务 ,在当时是异常繁重的 ,民众之不堪负

累 ,于此可见一斑。二是保甲制度在维护国民政府

的基层统治秩序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实 ,直到抗战前夕 ,国民政府推行保甲的成效

在总体上讲是很不理想的。1935年 9月 ,蒋介石曾

公开讲 :“现在只有各剿匪省区采行保甲制度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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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户口,但因一般行政人员办事仍旧不免敷衍塞

责 ,很少是办得实在收到实效的。
”
[zO](8页 )19s6

年5月 ,他又讲 :“现在各地对这两件事 (指办保甲

及壮丁训练》⋯ 一̈般的弊病 ,还是不实在 ,可 以说

十之七八都是有名无实。原因在于
‘
重量不重

质
’
。
”
[15](鹎 、46页 )蒋介石所言 ,基本道出了当时

推行保甲的实际状况。后来 ,国 民政府将保甲纳于

自治之中,但其最初效果同样不佳 ,“ 自治与保甲虽

号称兼筹并顾 ,实则组织重复 ,精力分散 ,牵掣极大 ,

阻碍极多,经 费又极困难 ,两项兼办 ,结果一无所

成
”
[21](狃 9页 )。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呢?我
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 ,从保甲的编组上来看 ,存在着严重的不实

情形。当时编组保甲,一是根据各该地区过去办自

治的闾邻编制 ,一是根据户口册来编制。根据前者

来编制保甲,由于原有自治大多徒有其名 ,并且时过

境迁 ,难免户口异动 ,因而很少办得确实。以浙江省

为例 ,“浙省过去办理之自治 ,仅徒有其名 ,而且浙

省的闾邻 ,大都系二十一年 (19s2)所编 ,迄今户口

必定有相当之变动 ,闾邻亦决难正确 ,倘浙省确系根

据以前自治闾邻而作保甲编组之张本 ,则其现实的

情形 ,决不能认为正确。各省情形大致恐与浙江省

相同
”
[16](123页 )。 根据户口册来编制保甲,更是

只作书面报告 ,不作实际编制。
“
现在各省竟有不冫

少县份对于编组保甲工作 ,为图敷衍偷懒 ,按照原有

户口册 ,以十户为甲之数 ,填写在几张报告内,即作

为保甲已成立而可以对上欺朦之巧妙方法 ,那样的

保甲,那里会有成效
”
[16](1z3页 )。 这也可以佐证

各地所报保甲成绩之不可全信的观点。

其次 ,民众对于推行保甲是出于被动而非积极

主动。办理保甲并非是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

被严密地以连坐责任制的方式控制起来并非是民众

所真心愿意的,不仅一般民众不愿意被严密地控制

在保甲之中承受沉重的兵役、劳役、赋税以及杂派等

负担 ,就连地方有识之士最初也多不愿充当保长、甲

长 ,其原因就在于保甲自治权利小而官派职责重。
“
大凡一省的应兴应革事宜 ,都是责令县政府办理 ,

而县政府又多转饬保甲机关办理 ,政令纷繁 ,督责苛

细 ,心里既感烦扰之苦 ,动作又有顾此失彼之嫌 ,其

影响所及 ,势必虚文掩饰或借端规避 ,即使真要想从

好处去做 ,亦是力与愿违。所以各地保甲干部人员

有因此而请辞者 ,请辞不得 ,便只好虚应故事 ,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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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贲
”
[10](sz7-328页 );“编组保甲,首先所遭之困

难为人事问题 ,保甲长任务繁重 ,各省大都无一定之

任期 ,人民畏于担任 ,致临时推诿 ;强之担任 ,则不做

事 ,希图另行改推 ;保甲长任务繁重 ,素为地方信任

之年长者 ,则不克胜任 ,而青年有为者 ,又不为地方

所信任
”
[16](126页 )。 这样 ,“尽管怎样提高保甲

干部人选的标准 ,而任之者仍多属庸懦莠杂之辈
”

[10](327-328页 )。 保甲推行者缺乏内在积极性 ,

保甲成效不佳便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 ,保甲经费的征集 ,实际加重了民众的负

担 ,直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阻碍了保甲事务的推

行。

上文谈到 ,关于保甲经费之来源 ,国民政府制定

的《保甲经费收支暂行规程》规定为 :“原有地方公

款或公产收益 ,保 内殷实绅商特别捐助。如无上项

收人 ,或不足额定数时 ,得就住户中有力担负者分别

征收 ,以收足额定数为限 ,但每户每月至多不得超过

-角。”该规定实际确认了限额征收原则。因为公
款、公产收益很有限 ,绅商之滑助更不可靠 ,故主要

靠征收 ,立法者为了防止漫无标准的摊派 ,故加以限

额。但实际实施的结果 ,由 于保甲事务繁重(从江

苏省所办的保甲事务就可看出)需费甚巨,限额根

本不起作用 ,地方无限制随意征收的状况异常严重 ,
“
闾里骚然

”
。不得已,行政院于 1936年 10月 ,为

体恤民情 ,严禁浮收保甲经费 ,重申前项规定 ,通饬

各省政府遵照切实监督办理 ,再不得有法外需索情

弊 ,以免民怨沸腾 ,影响阻碍保甲事务的推行。该项

重申令也从反面证明,当时浮收滥征保甲经费情况

异常严重。

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重申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
以无薪给的保甲长 ,而予以摊派之权 ,强征勒索 ,

自所难免
”
[10](330页 )的 情况。于是 ,1937年 9

月 ,立法院修正通过的《保甲条例》规定 :“ 保甲经

费 ,应列人县预算 ,由 县政府拨给。
”
该条例实际规

定不责予保甲长以
“
筹集征收

”
的职务 ,这即是废除

民间摊派 ,改由县政府统筹的办法。这次改进从反

面也证明前此推行的保甲经费征收给民众造成的痛

苦。

保甲制度推行成效不佳的原因还在于该种制度

一直没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共产党及其他

革命群众称其为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制度而加以

坚决反对。此外 ,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其他怀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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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意见。有人认为保甲制度仅为纯粹自卫组织

者 ;有人认为保甲制度仅为民智低落社会所需要者 ;

还有人认为保甲制度仅适宜乡村而不适宜于城市

者 ,此皆属于怀疑态度。另外 ,还有诸多反对意见 ,

如 :有人认为保甲组织依法组成若干地区单位 ,足以

形成部落状态 ,有碍国家统一的进行 ;有人认为由各

保各甲自行保卫 ,足以减低政府效能 ,有碍国家行政

进化[10](339页 )。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怀疑与反对者众多 ,必然影响保甲制度的推行 ,

故而当时有人强调 ,在推行该制度时
“
罚则宜行

”
,

“
各省对于保甲办理之初 ,应切实执行罚则 ,不加宽

贷 ,则人民有所顾虑,不敢不遵令以行矣
”
[161(133

页)。 事实证明,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是有限的,它

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保甲制度的看法。国民

政府为了从理论上改变民众对保甲的印象 ,从实际

上使地方基层政治制度得以划一 ,后来将保甲纳于

自治之中,但其结果却是保甲官治的色彩浓而自治

民治的色彩淡。以至 1936年 4月 在行政院县政讨

论会上 ,各县长提出保甲纳于自治之中 ,“ 民选精神

似应维持
”
等建议 [10](附录,∞4页 )。 尤其在抗战

全面爆发以后 ,众多县政改革者强烈要求在保甲制

度中确立起各级民意机构 ,充分体现自治精神 ,从而

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新的地方自治改革
④
。

国民政府在⒛ 世纪⒛ 年代中前期对地方自治

政策的调整 ,除了表现在对自治政策本身作了富有

弹性的规定 ,并将保甲纳于自治之中,以 自治之名行

保甲之实外 ,还表现在大力推行县政改革 ,强调县区

级的行政效能 ,减弱其自治功能。关于此点 ,论者将

另.文详析。

注释 :

①参见《20世纪 zO至 ω年代国统区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考察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zO00年 3月 ;《 zO世纪 zO年代

末 sO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 1期 。

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污蔑 ,下文所引国民政府有关言论中多有类似词语 ,读者自明,恕不再一一注明。

③此条有所删减 ,原定改进原则为
“
设县市参议会 ,得由县市长聘任一部分专家为议员 ,任筹备自治及执行之责

”
,后来内政部

长黄绍弦和政务次长甘乃光署名建议删去
“
任筹备自治及执行之责

”
,原因为
“
恐将引起县市政府及议会间无穷纠纷

”
(《改

进地方自治审查结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全宗号 2,案卷号 9s4)。 可见 ,国 民政府对于地方自治政策的制定及

修改十分慎重。

④参见拙文《zO世纪硐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 6期 ,人大报

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zO01年第 6期 ;《试论 zO世纪 0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科版)2001年第 5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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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lpractice in implementing local autonomy by the end of the

1920’ s and the beginning of由 e1930’ s,the Na刂ing National Gover】lment coⅡ espondently regulates its

pmgress,inchd。 s the ba刂 h system into the local autonomy and caⅡ ueg out county govemance refom。 To

indude the ba丬 ia system into由e bcd autonomy seems a perect system innovaton in that tho national

govemment avoids contradiCtion and connict in caHying out two political systems at grass-root leVel in reˉ

ality,and in fomn makes the ba刂 ia system look democmt忆 and autonom忆 ,Which h tmditondly to enˉ

force control of grasgoroot sooe〃。Actually,some democmt圮 and autonom忆 Ⅱe叩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utonomy are under【 nined and the reputation of the autonomy is debased。

Key wOrds:the early and mⅡ dle1930’ s;Na刂 ing National Govemment;local autonomy;polioy

rea曲 ustment;the ba刂 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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